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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2]摘要：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对微观个体行为也会造成不利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收入差距影响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2002-2018年的中国农村微观样本构建合成面板数据，采用年龄-时期-组群（APC）分解模型分析农户局部收入差距和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变化规律，并通过工具变量识别出两者之间的因果效应，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局部收入差距和经济性集体行动存在年龄、时期和组群效应，两者之间呈现反向变化规律，收入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随着时期进程和出生组群呈现倒U型关系；（2）农户局部收入差距扩大会显著降低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在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3）家庭收入越高、资源禀赋越多的精英农户更倾向于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4）农户局部收入差距通过降低人际信任、减少社会互动等途径降低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5）农村税费改革、农地确权等减轻农民负担和明晰产权的相关政策是降低收入差距以提高集体行动的有效路径。本文的研究补充了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文献，并提供了来自中国农村的微观证据，为政府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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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经济增长、阻碍社会发展，对个体的微观行为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分析局部收入差距对农户集体行动的影响和机制，有助于提供收入差距不利影响的微观证据，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也明确提出，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各类主体。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普遍下降，导致农村生产生活凋敝、自组织能力低下、村民合作困难、管理制度失效等诸多问题，也不利于共同富裕的有效实现。集体行动作为农村组织化发展的关键路径，是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有利于集聚弱势农户力量进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0]集体行动是指个体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自发性的群体行为（Olson，1965），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社、农业协会和农业企业是农户普遍能够参与的、典型的具有经济性质的集体行动（李霖、郭红东，2014）。由《2021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的数据可知，2020年底我国农民合作社增长数量是十年前的5.9倍，总体数量稳定在220万家以上，但从增速来看，农民合作社数量增长率持续下降收窄到1.4%，同时现存的农民合作社中还有大量的空壳合作社存在，合作社发展面临数量和质量双重困境。由《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可知，全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数量在2004-2015年期间由9万增加至11万，从2016年开始连续下降，2018年减少至7.8万个，年均减少9.7%。农民股份合作企业受融资、人才等方面限制，发展现状也不容乐观。深入分析造成农村集体行动失灵的关键原因，探讨如何有效发挥集体行动在农村发展的优势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52]成员异质性是决定集体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Olson，1965），而收入差距是成员异质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组，农村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居民之间的倍差为8.23，显著高于城镇居民的6.16，表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从农村内部来看，农村高、低收入组居民的绝对差距从2013年的18446元快速扩大为2021年的35128元，而代表相对差距的农户收入倍差从2013年的7.41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9.48，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问题仍需重视。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恶化农户间的人际关系、降低信任水平以及减少社会互动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削弱了农村内部的凝聚力和协同力，严重的农村收入差距可能会导致仇富、农村动荡等一系列严重后果，不利于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中国持续的收入差距可能是造成农村“集体行动失灵”、抑制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本文选择从共同富裕目标下探讨收入差距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及其机制。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9]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收入差距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Fishman & Simhon，2002），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以及暴力犯罪的增加（Pickett & Wilkinson，2010），并增加再分配的政治需求等（Beal & Astakhova，2017）。从微观层面看，不断上升的收入差距会导致穷人的生育率上升（Johnson & Smirnov，2012），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产生“隧道效应”，使得人们失去耐心，变得更加焦虑或者暴躁（Hirschman & Michael，1973），也会直接增加低收入者的挫败感和心理压力（Wagstaff & Doorslaer，2000），造成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卢冲、伍薆霖，2019），甚至影响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田国强、杨立岩，2006），降低人们的幸福感（Pickett & Wilkinson，2010）和生活满意度等（彭代彦、吴宝新，2008）。
[bookmark: OLE_LINK42]现有研究认为，集体行动指群体成员为了共同目标的实现而自愿付出时间和精力的行为（Olson，1965），而影响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因素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现有关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发现制度改革（杨丹，2019）、制度完善程度（Yumin，2016）、社会资本（Morrow et al.，2017）以及治理结构（季晨等，2017）等变量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具有重要影响。而微观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满足程度（Yumin，2016）、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万江红、耿玉芳，2015）、个体认知水平（Belay，2020）、农户环境适应能力（Weimann & Brosig，2019）、农户行为态度及风险规避（陈春良、易君健，2009）、非农收入及兼业水平（温涛等，2015）、家庭劳动力分工及土地经营情况（杨丹、刘自敏，2017）等个体和家庭特征会直接影响农户参与集体行动。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55]关于收入差距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一部分文献认为收入差距不利于集体行动的实现，Vorlaufer（2020）认为全球市场、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均等会降低当地自治组织的统筹能力，资产分配不均等（Dayton，2000）、收入分配不均等（Ito，2012）对农田灌溉设施集体行动有显著负面影响。农户局部的收入差距越大会导致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成本越高，进而显著降低农户参与集体行动（蔡起华、朱玉春，2016）。还有部分文献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社区财富的不均等分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森林资源管理这一集体行动的形成（Cardenas & Willis，2002），收入差距降低了协调成本进而促进精英农民间参与集体行动（马彦丽、林坚，2006））。也有文献认为，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Molinas，1998；蔡荣、蔡书凯，2014），中等水平的村庄规模和收入差距更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Weimann & Brosig，2019）。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肯定了收入差距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也探讨了影响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因素，但关于收入差距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的研究较少，也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对收入差距影响集体行动的关键路径识别，有利于降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同时推动农村集体行动发展，进而有效实现农村共同富裕。为此，本文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收入差距对农户集体行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CHIPS（2002-2018）、CLDS（2012-2018）、CFPS（2010-2018）三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横跨近20年的农户样本数据，采用APC分解模型研究收入差距和集体行动的变化趋势，分析局部收入差距是否会抑制农户参与有利于汇聚个体力量、提高农户福利的集体行动，并利用农村税费改革和土地确权两个政策性的工具变量，考察其是否会通过降低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为厘清收入差距影响集体行动的作用方向及路径提供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建立模型从理论层面刻画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2）通过三个数据库构建近20年的合成面板数据，并采用APC分解模型分析收入差距和集体行动的变化趋势，可以更可靠、更有效地分析收入差距对集体行动的长期影响及其作用机制；（3）采用微观数据聚焦农户层面收入差距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弥补了现有大部分研究仅关注全国层面收入差距而忽略局部收入差距的研究不足；（4）在实证过程中采用农村税费改革、土地确权等一系列政策性工具变量识别收入差距影响集体行动的因果关系，保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也是对集体行动困境在中国情景下的拓展应用。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63]在经典的效用理论中，实际效用和与他人相比的攀比效用构成了家庭总效用（Johansson & Martinsson，2006）。具体来看，收入和消费通过当期或未来期收益使家庭获得实际效用，当期投资能为家庭带来心理满足以及未来期实际效用，家庭财富水平除了获得心理满足外，更多的是通过与他人比较获得攀比效用（Johansson & Martinsson，2006）。因此，本文基于Long & Shimomura（2004）和Bardhan et al.（2007）的理论模型，构建两期动态异质性农户效用模型，通过比较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总效用差异，研究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影响。
假定农户期参与集体行动，投入为，期才获得参与集体行动的收益。当农户集体行动的投入小于能获得的收益时，农户选择参与集体行动，反之则拒绝参与集体行动。农户的家庭总效用为实际效用和攀比效用之和。实际效用是集体行动投资、自身消费、储蓄的函数，攀比效用是家庭财富水平和社会平均财富水平的函数。设定家庭收入为，，。
假设经济体中包含收入水平不同的两类农户，分别占比和（），其中，指高收入农户的比例，指低收入农户的比例。假定为农户个体收入，为高收入农户收入，为低收入农户收入。此时，农户的平均收入水平为：
                            （1）
假设，定义，表示高收入与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比值，即收入差距
因此，农户的家庭总效用函数为：
                       （2）
其中，表示家庭总效用函数，表示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投资、家庭储蓄、消费等带来的实际效用，表示与社会平均家庭财富水平比较得到的攀比效用；代表时期（），为家庭第期的投资，为家庭第期的消费，为家庭第期的储蓄，为家庭第期的财富水平，为第期的社会平均家庭财富水平。家庭财富水平不仅可以给农户带来直接效用，农户还会通过与社会平均家庭财富水平比较得到攀比效用。其中，（）表示社会平均家庭财富水平对个体效用的影响，常被定义为边际位置（Long & Shimomura，2004；Bardhan et al.，2007），表明个体对家庭财富地位的关注程度。表示农户对社会平均家庭财富水平完全不在意，表示农户对社会平均家庭财富水平完全在意。但属于极端情形，农户参与集体行动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进行交流比较，因而会影响其对平均财富水平的关注程度。为简化分析，本文只讨论时的情形。
由于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本文假定效用函数为非线性形式。因此，假设农户家庭实际效用为：
                             （3）
假设农户家庭攀比效用为：
                              （4）
其中，参数，，表示、、和。假定农户期的财富水平和储蓄为0，即，。将、、和分别代入效用函数（3）和（4）中，期的农户家庭总效用为：
             
++++
+[                  （5）
[bookmark: OLE_LINK79]假设农户在跨期决策中保持相同的时间偏好和习惯强度。时间偏好理论认为在跨期决策中，行为主体总是偏好于当期消费（Johansson & Martinsson，2006），即；习惯强度指的是农户在2期能够保持跟期相同水平的消费习惯（Bardhan et al.，2007），即。则农户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6）
                                    （7）
                                     （8）
                                     （9）
                                    （10）
上式中，、分别为农户1期和期参与集体行动的投资，、为农户1期和期的家庭消费，为农户期家庭储蓄，为折现因子，为农户期财富水平，为期社会平均财富水平，为农户期的收入水平，为名义利率。
将约束条件（6）~（10）式代入农户家庭总效用（5）式中，消去、、、和，得到关于的农户期家庭总效用的表达式：

                     （11）
由，可求得：
                          （12）
由于预算约束中，，则，从而有：
           （13）
令，，，则农户1期参与集体行动投资函数为：
                         （14）
将代入（2-14）消去可得：
                        （15）
由预算约束，，有：
                  （16）
            （17）
为了得到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投资的影响，把式（17）代入式（15）中消去得到由和表示的农户期集体行动投资函数，然后由于，消去后，两边对农户收入差距求导可得：
                           （18）
因为，，且、、均为大于0的常数，则。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收入差距降低了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失灵。
为了分析异质性农户的行动差异，本文分别讨论收入差距对低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影响。基于（14）的农户期参与集体行动投资函数，构建高收入农户和低收入农户期参与集体行动投资函数。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期参与集体行动的投资可以表示为：
                         （19）
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农户1期参与集体行动的投资可以表示为：
                         （20）
将式（17）代入（19），同时由于，消去和后，两边对农户收入差距求导可得：
                          （21）
因为，当农户关注社会平均家庭财富水平时，即，同时，则，由于，且、、均为大于0的常数，则，则>0，表明收入差距对于高收入农户集体行动投资的影响为正，即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收入差距会提升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a：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收入差距会提升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
同理，将式（17）代入（20），同时由于，消去和后，两边对农户收入差距求导可得：
                         （22）
因为，由于，，则，又因为，且、、均为大于0的常数，则，则<0，表明收入差距对于低收入农户的集体行动的投资影响为负，即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收入差距会降低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b：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收入差距会降低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人们的社会心态产生消极作用，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加剧底层农户的剥夺感，农户间相互猜忌和不满也进一步降低了农村内部的凝聚力，进而导致农户间对合作的排斥以及不信任（Ito，2012）。与此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助长了底层居民对社会的抱怨以及对公平的看法，进而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Caruso & Schneider，2011）。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会降低农户对集体性投资行动的预期收益，进而不利于农户间大规模合作的实现（陈春良、易君健，2009）。同时，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社会地位分布两端增大，而由于高收入阶层农户和低收入阶层农户之间的隔阂降低了彼此的信任程度，因此导致农户的平均信任水平下降（申广军、张川川，2016），进而造成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降低。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a：收入差距降低了农户间的信任水平，进而抑制了农户参与集体行动。
收入差距加剧表明农户内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异质性加强（万江红、耿玉芳，2015），拉大社会界限，不同收入阶层的人接触、融合的机会减少，高度分化的农村社会则更为封闭，从而导致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下降。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造成农户间实力对比的差异，加剧了精英农户对集体资源的俘获，并最终导致农户通过减少社会互动以降低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Yumin，2016）。而农户间社会心态的变化更容易受到邻近农户的影响，局部收入差距会直接影响与邻近农户间的社会互动，空间距离决定了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范围及程度（尹志超等，2020），因而局部收入差距往往会直接影响农户经济行为，而不仅仅是全国层面的收入差距。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b：收入差距减少了农户间的社会互动，进而抑制了农户参与集体行动。

[bookmark: OLE_LINK72]图1  收入差距影响农户集体行动的逻辑

本研究逻辑图如图1所示，收入差距通过人际信任及社会互动两个机制影响集体行动，本文尝试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土地确权等一系列农村重大政策分析缩小收入差距、探寻共同富裕的有效实现方式。
[bookmark: OLE_LINK30]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HIPs、CLDS和CFPS三大数据库2002-2018年的数据，这三个数据库涵盖了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5%，因此样本可以视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多年面板数据，能够真实反映出我国农村家庭、村庄等多个层面的真实数据。
其中CHIPs数据库采用了2002年、2013年和2018年的数据，CLDS数据库采用了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数据，CFPS数据库采用了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CHIPs数据库目前已公开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2013年、2018年数据，但1988年、1995年、2007年数据中没有包含集体行动的相关问题，所以本文仅采用了2002年、2013年和2018年的数据；CLDS数据库已公开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数据，本文全部采用；CFPS数据库已公开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六轮调查数据，但2020年数据暂未公布家庭层面数据，而本文核心研究变量主要为农户家庭层面，因而本文仅采用前五轮调查数据。经过数据清理删除缺失和无记录数据样本及某些关键信息漏缺的样本，最后得到有效农户家庭样本共91749个，其中2002年、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 年、2016年、2018年的有效样本数量分别为9195个、6756个、12456个、10442个、14220个、14851个、23829个，样本的年份和区域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年份
	总样本数
	东部样本数
	中部样本数
	西部样本数

	2002
	9195
	3129
	3247
	2819

	2010
	6756
	2057
	2467
	2232

	2012
	12456
	4257
	4068
	4131

	2013
	10442
	3676
	4025
	2741

	2014
	14220
	5069
	4583
	4568

	2016
	14851
	5538
	4712
	4601

	2018
	23829
	8057
	7863
	7909

	合计
	91749
	31783
	30965
	29001



（二）变量定义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3]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Collect）[footnoteRef:1]。集体行动是指由特定团体采取的，追求成员共同利益的行动（Molinas，1998），或者某个团体为了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自愿行动（Olson，1965）。本文将农户是否参与农民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企业和农民协会作为是否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代理变量[footnoteRef:2]。其中，农民合作社以优化成员经济利益为目标，是成员间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Olson，1965）；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是吸纳多方资本的农民控股的以现代企业模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主体，可降低成员的交易费用，为成员提供便捷的服务，同时帮助成员开拓市场（李霖、郭红东，2014）；农民协会是以增进全体成员利益为目标，集成员自愿、自主监督、统一协调等特性为一体的社会中介组织（龙子泉等，2018），其主要目的是为成员提供多样化服务，维护成员利益，使成员能够高效地与市场联结（Moustier et al.，2010）。 [1: 关于集体行动定义的详细文献综述见附录1，关于集体行动测度的详细文献综述见附录2。]  [2: 之所以选取农户是否参与农民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企业和农民协会作为是否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代理变量，一是因为这三类组织是农村比较典型并普遍存在的经济组织，也是农民为了满足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自愿加入的，能够作为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客观度量（黄祖辉、高钰玲，2015；Dayton，2000）；二是因为这三类组织能够满足不同收入等级、不同利益追求下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需要，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不同类型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特点，其中农民协会的参与成本最低、加入门槛最低、成员关系最为松散（李霖、郭红东，2014），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的参与成本最高、加入门槛最高、成员关系最为紧密，农民合作社则介于两者之间（Moustier et al.，2010）；三是因为这三类组织是目前已公开的大样本调查数据中，所能找到的所有可行测度方式。] 

[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8]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农户局部收入差距，主要采用基尼系数（Gini）和泰尔指数（Theil）两个指标。基尼系数是常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对中等收入水平变化比较灵敏；而泰尔指数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水平变化较灵敏（王中华、岳希明，2021）。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全国层面或省级层面的收入差距，而本文重点关注局部收入差距，尤其是局部收入差距。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往往将自身与附近的农户进行对比，对小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最为敏感；另一方面本文关注的是农户层面的经济性集体行动，局部收入差距对农户的行为决策的影响更直接。其中，CLDS数据库、CFPS数据库和CHIPs2012采用村级层面的收入差距测度农户局部收入差距，由于CHIPs2013和CHIPs2018两个年份未公布农户村级层面代码，参考徐舒等（2020）的做法，本文采用观测点层面的收入差距予以测度。参考尹志超等（2020）、Aguiar & Bils（2015）等人的研究，对农户局部收入差距的测量也有从村级、县级和省级等多个层面进行的测度，而观察点的层级介于村级与市级之间，能够反映出农户局部收入差距。通过对比观测点和村级层面的收入差距的数值大小及变化趋势后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较小，因而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不大。
为了处理收入差距与经济性集体行动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初始农业税费负担（Burden），农村税费改革（Taxreform）和初始农业税费负担（Burden）的交互项（Taxreform*Burden），以及农村土地确权（Landconfirm）作为工具变量。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和土地确权属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其的实施和推进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决策，对于农户层面而言是外生的，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6]初始农业税费负担和农村税费改革对于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逻辑在于：改革后取消农业税并逐步开始对农业进行多种形式的补贴，初始农业税费负担重、收入水平低的家庭收入上升更多，从而大大降低了农村收入差距（赵人伟、李实，1997；陈斌开、李银银，2020）。但是直接采用税费改革（Taxreform）作为工具变量存在不足：由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时间点比较集中，约80%的税费改革发生在2002年和2003年，税费改革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会造成估计标准差较大、估计效率较低等问题（陈斌开、李银银，2020），因此本文使用税费改革虚拟变量（Taxreform）与该村初始的税费负担（Burden）的交互项（Taxreform*Burden）作为工具变量。
[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76]农地确权对于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逻辑在于：一方面通过明晰产权，增加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来源渠道减少收入差距（牛坤在、许恒周，2022）；另一方面，农地确权在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社会保障、社区活动和社会机会提升等方面促进农户福利内部分配公平化，进而缩小农户之间的福利差距（朱红根等，2019）。
为了解释收入差距对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本文采取人际信任（Trust）和社会互动（Interaction）作为机制变量。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降低人们的互信（Zak & Knack，2001；Barone & Mocetti，2016），造成社会分化并显著地降低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申广军、张川川，2016），进而影响农户通过合作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而村内和县域的局部收入差距加剧会导致不同收入农户间利益分化，直接降低社会互动（Leigh，2006），进而影响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
此外，本文控制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对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Age）、户主性别（Gender）、户主受教育水平（Edu），家庭特征包括少数民族（Minor）、家庭人口规模（Hhmember）、家庭经营土地面积（Hhland）、家庭收入等级（Incrank）、家庭纯收入（Hhinc）、家庭支出（Hhexpend）。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被解释
变量
	集体行动
	Collect
	农户是否参与农民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企业、农民协会等组织（1=至少参与了一种类型的组织，0=未参与任何一种类型的组织）

	核心解释
变量
	收入差距
	Gini
	用基尼系数度量的农户局部收入差距

	
	
	Theil
	用泰尔指数度量的农户局部收入差距

	机制变量
	人际信任
	Trust
	是否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种看法（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

	
	社会互动
	Interaction
	家庭礼金年总支出（单位：万元）

	工具变量
	税费改革
	Taxreform
	该省是否实施了农村税费改革（是=1；否=0）

	
	初始税费负担
	Burden
	农户家庭缴纳各种农业税费、杂费（包括罚款）的支出总额（单位：元）

	
	土地确权
	Landconfirm
	该省是否实施了农村土地确权（是=1；否=0）

	户主特征
	户主年龄
	Age
	户主年龄（单位：岁）

	
	户主性别
	Gender
	户主性别（1=男，0=女）

	
	户主受教育水平
	Edu
	户主的受教育水平（0=未上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职高，4=大专及以上）

	家庭特征
	少数民族
	Minor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1=是，0=否）

	
	家庭人口规模
	Hhmember
	家庭总人数（单位：人）

	
	家庭经营土地面积
	Hhland
	家庭包括耕地、林地、牧场、水塘在内的所有土地类型的经营面积（单位：亩）

	
	家庭收入等级
	Incrank
	农户家庭纯收入在全国农户收入中的相对位置（4=收入位于前20%；3=收入位于前20%~40%；2=收入位于前40%~60%；1=收入位于前60%~80%；0=收入位于后20%）

	
	家庭纯收入
	Hhinc
	家庭年纯收入（单位：万元）

	
	家庭支出
	Hhexpend
	家庭年总支出（单位：万元）


注：1.表中涉及货币的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2.税费改革指的是从2001年开始，逐步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推广的一项对现行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改革的政策，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指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及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指调整现行农业税政策和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指改革现行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安徽从2002年开始实施，其他省份则是从2003年以后逐步展开，所以2002年安徽为1，其他省份为0，2010年及以后均为1）。
3.农村土地确权指的是依照法律、政策的规定确定某一范围内的土地（或称一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的隶属关系和他项权利的内容，通过查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行土地确权的政策时间，将推行后的赋值为1，未推行的赋值为0。

基于以上变量测定方法，利用三个数据库跨期16年的调查数据，构建本文的APC模型分析数据，得到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如表3所示：
表3  描述性统计指标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ini
	2642
	0.42
	0.12
	0.05
	0.62

	Theil
	2642
	0.40
	0.37
	0.03
	0.75

	Collect
	2642
	0.26
	0.36
	0
	1

	Trust
	2642
	2.14
	0.66
	1
	4

	Interaction
	2350
	0.17
	0.19
	0
	2.63

	Taxreform
	2642
	0.91
	0.29
	0
	1

	Burden
	2642
	29.46
	108.20
	0
	1408

	Landconfirm
	2642
	0.42
	0.49
	0
	1

	Age
	2642
	49.91
	19.96
	15
	95

	Gender
	2642
	0.71
	0.27
	0
	1

	Edu
	2642
	1.61
	0.91
	0
	4

	Minor
	2642
	0.19
	0.28
	0
	1

	Hhmember
	2642
	3.60
	1.25
	1
	19

	Hhland
	2602
	9.02
	20.59
	0
	95.33

	Incrank
	2642
	2.01
	0.98
	0
	4

	Hhinc
	2642
	2.83
	5.81
	0.01
	263.01

	Hhexpend
	2634
	2.22
	2.16
	0
	38.14


注：表中涉及货币的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由于本文采用APC模型分析的方法，变量均为均值化以后的数据，其中集体行动、税费改革、土地确权等虚拟变量组群化以后的数值为0到1之间的连续值，表示参与该项行动或政策的农户比例。
（三）模型设定
1.APC分解模型
[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71]本文首先采用Deaton & Paxson（1994）的年龄-时期-组群分解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简称为APC分解模型）[footnoteRef:3]，即按被调查者年龄、调查时期和被调查者出生年份组群进行分解的方法，测度真实的收入差距，并基于此构造合成面板数据（Synthetic Panel Data），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收入差距对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3: 之所以要采用APC分解模型，主要是基于四个原因：
一是APC分解模型能够更可靠地测度真实的收入差距。一方面，由于劳动者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水平通常随着年龄呈现驼峰状（Hump-shaped）变化，即使两个人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完全一样，只要这两个人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在横截面调查中两人之间仍然有可能出现较大的收入差距（耿德伟，2014）。这种由于生命周期阶段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往往并不是真实的收入差距，而处于相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是同一个组群内部的收入差距，才是真实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对比收入差距时，人们通常会把自己的收入水平与自己的同龄人进行对比，即组群内部的收入差距，而很少对比不同年龄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即组群间的收入差距。因此，有必要对组群内的收入差距进行深入研究。
二是APC分解模型能够将多个数据库进行合并，形成时间周期跨度更长的合成面板数据，为实证分析提供更丰富的历史数据信息，提供一种动态的历史性研究的分析思路。因为现有的微观调查数据很难对一个特定的农户做长期观察，大都是采取样本轮换的做法，而APC分解模型能够通过样本的组群构造的合成面板数据跟踪某一特定的农户“组群”（Cohort）随时间变化的平均行为特征。
三是用APC分解模型构造的合成面板数据还具有一般的面板数据不可比拟的优势，包括能够处理样本损失（Sample attrition）以及测量误差（Errors-in-variables）等问题。因为合成面板数据的构造是根据每年调查的新样本，并不依赖于样本是否具有面板数据特征，因此不存在样本损失问题。而使用样本均值的方法可以降低奇异观测个体的影响，从而减少测量误差。
四是统计数据中可能存在“辛普森悖论”，即两组数据中分别统计得到的信息，可能与合并之后统计的信息相反。在农户参与集体行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年龄段参与的规律与总样本相反的现象。群体选择理论对此提出了一个解释，即尽管由于利他者相对于利己者处于不利的位置，利他者在每一个群体中的频率都会下降，但利他者在总体中的频率却有可能上升（徐齐利，2020；王健、彭晓娟，2008）。APC模型通过有效分析不同年龄、时期和组群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变化规律，可以缓解“辛普森悖论”对研究结论的不利影响。] 

一般来说，组群的定义是根据观测样本所具有的固定特征，该固定特征不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例如个体的出生年份和性别。而在实证研究中，组群通常是由个体的出生年份定义的，而在以农户家庭为观测对象的研究中，组群的定义通常是根据农户家庭户主的出生年份。在给出组群的定义后，“组群值”（Cohort Value）就是该组群内所有观测值的均值。通过对合成面板数据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不同组群的收入差距有何差异，还可以弄清同一个组群的收入差距随年龄和时间的变化趋势，这在本质上就是把合成面板中的收入差距变动分解为年龄效应（Age Effects）、时间效应（Period Effects）和组群效应（Cohort Effects）可以解释的部分。
[bookmark: OLE_LINK60]APC分解模型中，年龄、时期与组群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变量，导致模型无法估计（Kupper & Janis，1985）。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局部限定法、虚拟变量分组法、内生因子法（Intrinsic Estimator，IE）和多层交叉随机效应法等多种解决方案（Yang et al.，2004）。本文参考Deaton等（1994）的方法设定识别问题，主要采用限定组群效应无趋势（当年龄、时期和组群同时存在时，设定组群为虚拟变量）和限定年龄效应无趋势两种（当年龄、时期和组群同时存在时，设定年龄为虚拟变量）虚拟变量分组模型来解决APC模型共线性问题。虚拟变量分组模型能够将农户的年龄、时期和组群分组到不同长度的时间间隔，从而有效解决模型共线性问题。为了从合成面板收入差距变动中分解出年龄效应、时间效应和组群效应，本文设定如下方程：
[bookmark: OLE_LINK31]           （23）
其中，代表组群，代表年份，为第个组群第年的农户收入差距，为常数项，为组群效应，为时期效应，为年龄效应，为残差项，、、是待估参数。
2.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1）组群和合成面板数据构造
本文采用户主出生年份和农户所在省份以及调查年份这三个固定特征作为划分组群的标准，即相同省份、相同调查年份、相同出生年份的农户被归入同一个组群。通过省份、调查年份和出生年份划分组群可以有效避免个体差异（代际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和观念差异）、区域差异（地理位置不同）对研究结论的负面影响，并且各个组群值是均值化以后的农户家庭数据，可以较好地避免异常值的影响，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运用组群分析方法，将不同省份、不同出生年份的居民分开，是对传统方法的改进，本研究通过对组群分析的应用，能够更好的反映各个代际农户收入差距情况。根据黄娅娜、宗庆庆（2014）等人的研究，当组群中样本量分别为10、50和100时，回归结果的差异并不大。因此，为了避免过度的样本损失，本文选择保留了组群内农户样本数大于或等于10个的组群，最后构成的是一个的非平衡的伪面板数据。同时，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2002年到2018年的调查数据，因而本文的组群仅限于调查都覆盖的年龄，把相同出生年份的农户划为一个组群，以五年作为划分组群的界限，比如1950-1955出生的户主，划分为50后家庭，1956-1960为55后家庭，然后把所有这个年龄段变量取均值。由于每次调查涵盖30多个省份，每年有15个左右的代际，7年的调查数据，所以共有2642个组群。
[bookmark: OLE_LINK4]（2）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分析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24）
其中，代表组群，代表年份，代表集体行动，表示农户收入差距，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为组群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为常数项，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其系数代表了收入差距对农户集体行动的影响，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3.中介效应模型
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中介效应模型可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过程和作用机制，相比单纯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同类研究，中介分析不仅在方法上有进步，而且往往能得到更多更深入的结果（温忠麟、叶宝娟，2014）。为进一步研究收入差距是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农户集体行动的，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Effect Model）对该问题进行研究（Baron & Kenny，1986）。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25）
                      （26）
                  （27）
[bookmark: OLE_LINK7]其中，代表组群，代表年份，表示集体行动，表示农户收入差距，表示中介变量，包括社会信任和人际交往，表示可能会影响收入差距、中介变量以及集体行动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表示残差。系数为收入差距影响农户集体行动的总效应，系数表示收入差距影响中介变量的效应，系数表示中介变量影响农户集体行动的效应。中介效应等于与的乘积，表示收入差距通过中介变量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四、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特征化事实和APC分解
（一）农户收入差距和集体行动的特征化事实
为分析不同收入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差异，本文首先将样本农户家庭年收入五等分，从高至低依次分为五个部分：收入前20%、收入前20%~40%、收入前40%~60%、收入前60%~80%和收入后20%。同时，由于我国东中西部收入差距存在区域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部分。本文基于2002-2018年中国微观农户，进一步分析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微观事实及其可能的原因。
由表4可知，从全国总体上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也逐渐提高，表明富裕农户愿意参与集体行动，低收入农户不愿意参与集体行动，贫穷农户与富裕农户在参与集体行动上存在异质性。不同收入差距水平下，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从高往低分成低收入差距、中等水平收入差距和高水平收入差距三个等级。总体来看，高水平收入差距下的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比例最低，低水平收入差距下的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比例最高，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提高，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比例不断降低，收入差距与农户集体行动大致呈现负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过高的收入差距容易造成中低收入成员产生对高收入成员的抵触情绪，由此产生低水平的群体信任，妨碍群体合作（蔡荣、蔡书凯，2014）。从不同收入阶层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低水平收入差距下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比例不断提高。中等水平收入差距下，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比例大致在20%上下浮动。高水平收入差距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比例不断提高，与低收入农户相比，高收入农户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综合不同收入差距和不同收入水平来看，与贫穷农户相比，富裕农户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
表4  不同条件下农户集体行动
	
	收入差距异质性
	全国

	
	低
	中
	高
	

	GINI系数
	0.308
	0.412
	0.558
	0.426

	收入最高的20%的样本
	67.98%
	22.45%
	12.41%
	28.05%

	收入前20%~40%的样本
	51.34%
	19.25%
	8.69%
	26.41%

	收入前40%~60%的样本
	47.59%
	18.13%
	7.78%
	26.20%

	收入前60%~80%的样本
	44.01%
	19.03%
	7.48%
	25.43%

	收入最低的20%样本
	46.21%
	24.24%
	6.02%
	24.30%

	总样本
	49.60%
	20.53%
	8.18%
	26.10%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收入差距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分仓散点图绘制出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相关关系，详见图2。由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footnoteRef:4]分仓散点图可知，收入差距与农户集体行动之间基本呈现负相关关系，同时图2a和图2b、2c、2d所展示的关系基本一致，表明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是稳健的。 [4: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image: ][image: ]
（a）总体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          （b）东部地区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
[image: ][image: ]
（c）中部地区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     （d）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
图2  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关系

由图4可知，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之间基本呈现负相关关系，且随着局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明显下降。由特征化事实的结果可知，收入差距与农户集体行动之间可能存在负向影响关系，但收入差距内部存在合理与不合理部分，如不同年龄段由于资产财富差异也可能导致收入差距，这部分收入差距是合理的，特征化事实得出的结论可能受到这部分影响，进而导致结果可能存在“辛普森悖论”，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APC分解模型分析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二）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APC分解
基于2002-2018年的APC组群分析数据，本文对中国微观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进行APC分解，进而分析我国农户收入差距和集体行动的年龄、时期和组群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图3-5分别展示了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年龄、时期和组群效应，其中每一行a图均为收入差距得出的结果，每一行b图均为集体行动得出的结果，整体上来看两种模型估计的结果大致呈现相反的演变规律。同时，本文参考现有研究，采用限定年龄效应无趋势分组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在附录3中予以展示，整体上来看两种模型估计的结果大致呈现相同的演变规律，表明APC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1.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年龄效应
由收入差距的年龄效应可知，收入差距大致随着年龄的增长先短暂下降然后逐渐上升，这种上升趋势在青年阶段时期增长较为缓慢，到中年阶段（45岁）及以后，收入差距随年龄上升的趋势更加明显。由此可见，人们可以在前期通过教育培训降低收入差距，但是这种降低主要发生在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到中年阶段及以后，随着知识、经验和物质的积累，很难降低农户间的收入差距。
由集体行动的年龄效应可知，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大致随着年龄的增长先上升然后逐渐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在青年阶段时期增长较为缓慢，到中年阶段（45岁）及以后，集体行动随年龄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年纪的增大，农户受自身资源、精力等方面限制，在参与集体行动过程中获取的利益份额逐渐降低，导致其参与意愿降低。

（a）收入差距的年龄效应：限定cohort    （b）集体行动的年龄效应：限定cohort
图3  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年龄效应

2.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时期效应
由收入差距的时期效应可知，整体而言，收入差距随着时期进程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到2012年来看，收入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掌握技术、资本等精英农户的增收渠道增多，进而拉大了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从2012年以后收入差距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土地确权政策的逐步推广，增加了土地的资产收益，进而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
由集体行动的时期效应可知，整体而言，农户参与集体行动随着时期进程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到2012年来看，集体行动呈现出下降趋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200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城市转移，农村空心化造成了农村集体行动的参与率快速下降。从2012年以后集体行动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受2010年以后农民工回流和农村集体发展相关政策的影响，使得农户抱团发展的意愿增强。

（a）收入差距的时期效应：限定cohort    （b）集体行动的时期效应：限定cohort
图4  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时期效应

3.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组群效应
由收入差距的组群效应可知，整体上农户家庭收入差距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从1925年到1940年前后出生组群中，收入差距整体呈现平稳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一组群出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收入分配较为统一，同时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使得农户间收入差距较小。1950到1970年，收入差距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户增收的渠道快速增加，导致一部分擅于经营的农户快速积累财富，加剧了收入差距。197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户，其收入差距呈现出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这部分群体受教育年限延长，使得其参加工作的年龄进一步延长，使得收入差距在30岁之前变化不大，导致这部分出生组群收入差距快速下降。
由集体行动的组群效应可知，整体上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从1925年到1970年前后出生组群中，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整体呈现震荡下降的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展开，农户谋生的渠道快速增加，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高、利益低，而个体受资源、能力等的限制，往往会选择个体经营。1970到1985年前后出生组群中，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这部分农户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在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能够通过了解参与规则、民主决策等方式，获取较高的利益份额，进而使得其愿意参与集体行动。

（a）收入差距的组群效应：限定cohort    （b）集体行动的组群效应：限定cohort
图5  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组群效应

由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APC组群分析可知，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变化规律大致呈现反向的关系，即收入差距越高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越低。由此可知，通过APC模型可以推断出收入差距与农户集体行动之间呈现负向影响规律。
五、实证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为进一步验证APC模型得出的收入差距负向影响农户集体行动的研究结论，本文基于APC模型框架构建的面板数据建立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差分GMM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处理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内生性偏差，并进一步引入工具变量处理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差，从而验证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长期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
（一）收入差距对农户集体行动的影响
1.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建立静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但由于收入不平等与农户经济性集体行动引起的联立方程偏差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导致静态面板固定效应估计量和随机效应估计量的不一致性，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估计量使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能够有效地克服这类问题。因此，本文除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模型外，还引入差分GMM模型和系统GMM模型进行估计，作为稳健性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2002-2018年的数据建立静态面板模型估计分析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5。方程（1）、方程（2）分别报告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F检验P值为0.000，表明方程具有显著的组群效应。Hansen检验P值为0.000，即认为计量模型应该使用固定效应。
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一致性要求解释变量与误差项无关，即解释变量都是外生的。但是本文的解释变量中可能存在由于未观察到的异方差问题、测量误差等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通过动态面板差分GMM和系统GMM对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GMM方法能够修正未观察到的个体异质性问题、遗漏变量偏差、测量误差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还能减少由于使用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带来的潜在误差和不确定性。表5中的方程（3）（4）分别报告了差分GMM和系统GMM的估计结果，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P值显著大于0.1），这表明模型具有合理性、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静态面板
	动态面板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差分GMM
	系统GMM

	
	（1）
	（2）
	（3）
	（4）

	Gini
	-0.906***
(0.067)
	-0.628***
(0.049)
	-1.634***
(0.169)
	-0.811***
(0.176)

	L.Collect
	
	
	-0.057**
(0.028)
	-0.160***
(0.0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784***
(0.059)
	0.759***
(0.042)
	
	

	F值
	233.520***
	
	
	

	R2
	0.521
	0.559
	
	

	Wald检验
	
	3280.200***
	
	

	AR(1)P值
	
	
	0.000
	0.000

	AR(2)P值
	
	
	0.002
	0.329

	Hansen检验P值
	
	
	0.111
	0.633

	N
	2586
	2586
	1110
	1727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5]注：1.***、**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的水平；2.括号中为稳健的标准误；3.AR(1)、AR(2)表示的是Arellano-Bond test for AR(1)、AR(2)；4.使用更为稳健的Hansen检验来识别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基于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当期的收入差距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收入差距每扩大1%，会造成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降低0.906%。动态面板与静态面板模型的结果对比反映出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表明农户当前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受到过去行为的影响，假说1得到验证。由于GMM模型要求样本为平衡面板，通过构建平衡面板将大量损失样本量，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固定效应作为回归模型。
2.内生性处理
虽然系统GMM能够修正未观察到的异方差问题、遗漏变量偏差、测量误差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但本文仍可能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内生性问题：一是收入差距与农户集体行动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收入差距影响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但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可能会提高低收入农户的收入进而降低收入差距，这又导致联立内生性；二是局部收入差距往往与当地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而我们无法度量所有这些变量，从而可能遗漏变量内生性。因而，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处理互为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处理内生性的回归结果
	
	（1）
	（2）
	（3）

	
	一阶段结果
	二阶段结果
	一阶段结果
	二阶段结果
	一阶段结果
	二阶段结果

	Burden
	-0.001***
(0.001)
	
	
	
	-0.001***
(0.001)
	

	Taxreform*Burden
	
	
	-0.002**
(0.001)
	
	
	

	Landconfirm
	
	
	
	
	-0.011**
(0.004)
	

	Gini
	
	-8.883***
(0.795)
	
	-11.079**
(4.182)
	
	-6.873**
(0.58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497***
(0.011)
	4.050***
(0.385)
	0.516***
(0.011)
	5.090**
(1.983)
	0.499***
(0.011)
	3.098***
(0.282)

	Anderson canon. corr. LM统计量
	
	112.180
(0.000)
	
	6.296
(0.012)
	
	128.948
(0.000)

	Cragg-Dinald Wald F统计量
	
	116.722
[16.380]
	
	6.282
[5.530]
	
	67.517
[19.930]

	R2
	0.197
	-4.498
	0.161
	-5.089
	0.201
	-2.368

	N
	2586
	2586
	2586
	2586
	2586
	2586


[bookmark: OLE_LINK70]注：1.***、**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的水平；2.圆括号中为稳健的标准误；3.方括号内数值为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4.Anderson canon. corr. LM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识别不足；5.Cragg-Donald Wald F检验为弱工具变量检验，原假设为工具变量为弱识别。

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进行工具变量回归。本文选取初始农业税费负担（Burden），税费改革（Taxreform）和初始农业税费负担（Burden）的交互项（Taxreform*Burden），以及土地确权（Landconfirm）作为工具变量，由表7可知，三个工具变量的Cragg-Dinald Wald F统计量为116.722、6.296和67.517，均大于临界值，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识别”的原假设。工具变量初始农业税费负担（Burden），税费改革（Taxreform）和初始农业税费负担（Tax）的交互项（Taxreform*Burden），以及土地确权（Landconfirm）对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在1%以上水平显著，说明工具变量显著负向影响核心解释变量局部收入差距（Gini）。Anderson canon. corr. LM统计量为112.180、6.296和128.948，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以上统计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合理、模型设定可靠。在工具变回归中，收入差距的系数为-8.883、-11.079和-6.873，通过了1%水平显著性检验，表明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和缩小样本期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缩小样本期（2010-2018）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1）
	（2）
	（3）
	（4）

	Theil
	-0.201***
(0.023)
	-0.195**
(0.019)
	
	

	Gini
	
	
	-0.850***
(0.070)
	-0.594***
(0.05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678***
(0.047)
	0.781***
(0.032)
	0.324***
(0.055)
	0.235***
(0.034)

	F值
	217.510***
	
	66.430***
	

	R2
	0.499
	0.535
	0.169
	0.188

	Wald检验
	
	2955.350***
	
	557.790***

	N
	2586
	2586
	2323
	2586


注：1.***、**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的水平；2.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2]本文参考现有研究做法（韩立岩、杜春越，2012），采用泰尔指数来替换基尼系数度量局部收入差距。表7方程（1）（2）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面板固定效应还是面板随机效应，收入差距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通过缩小样本期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本文的研究数据为2002、2010、2012、2013、2014、2016、2018，其中2002年由于与其他年份相距较久，受宏观政策环境的影响较大，可能会对研究结论造成干扰，因而剔除时间间隔较远的2002年，表7方程（3）（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集体行动。表7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基础回归得出的实证分析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4.异质性分析
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存在较大差异，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等级可能是导致收入差距影响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一个内在机制。本文采用家庭年纯收入（Hhinc）、家庭收入等级（Incrank）和家庭人口规模（Hhmember）三个变量分别与收入差距的交互项分析收入差距影响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异质性。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1）
	（2）
	（3）

	Gini*Hhinc
	0.148***
(0.016)
	
	

	Gini*Incrank
	
	0.518***
(0.062)
	

	Gini*Hhmember
	
	
	-0.352***
(0.056)

	Gini
	-1.978***
(0.091)
	-2.581***
(0.149)
	-0.322
(0.204)

	Hhinc
	-0.080***
(0.009)
	
	

	Incrank
	
	-0.255***
(0.029)
	

	Hhmember
	
	
	0.173***
(0.02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0.585***
(0.045)
	0.943***
(0.083)
	-0.030
(0.101)

	F值
	125.510***
	132.990***
	128.430***

	R2
	0.303
	0.303
	0.298

	N
	2586
	2586
	2586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的水平，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bookmark: OLE_LINK16]由表8的（1）（2）可知，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意愿逐渐降低，但家庭年纯收入和家庭收入等级的提高可以显著减缓收入差距对集体行动的不利影响；即家庭年纯收入越高、收入等级越高的农户更愿意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而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概率偏低，假说2a和假说2b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家庭年纯收入和收入等级的提高，能够投入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资源也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在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能够取得更多的主动权及收益。由表8的（3）可知，家庭规模越多的农户越愿意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同时家庭规模能够显著增强收入差距对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不利影响，即家庭规模等资源禀赋越好的农户越愿意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但会降低其他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意愿，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源禀赋较好的农户在经济性集体行动中能够获取更高的利益份额，进而降低了其他农户的潜在收益，进而加剧了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不利影响。
（二）收入差距影响农户集体行动的机制
[bookmark: OLE_LINK8]为进一步研究局部收入差距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本文采用Baron & 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Effect Model）进行研究。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从人际信任、社会互动两个方面，通过中介效应分析验证收入差距影响农户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参考丁从明等（2019）的研究，采用受访者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作为人际信任的代理变量。参考郭士祺、梁平汉（2014）等的研究，采用“农户家庭礼金支出”作为社会互动的代理变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方程（1）和（2）分析中介变量为人际信任时，自变量X对中介变量M的影响，以及中介变量M对因变量Y的影响；方程（3）和（4）分析中介变量为社会互动时，自变量X对中介变量M的影响，以及中介变量M对因变量Y的影响。
[bookmark: OLE_LINK75]表9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1）
	（2）
	（3）
	（4）

	
	X→M
	M→Y
	X→M
	M→Y

	Gini*hhinc
	-0.085***
(0.026)
	0.076***
(0.012)
	-0.032**
(0.007)
	0.038***
(0.012)

	Trust
	
	0.049***
(0.009)
	
	

	Interaction
	
	
	
	-0.105***
(0.0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236***
(0.086)
	0.280***
(0.042)
	-0.038***
(0.026)
	0.140***
(0.031)

	R2
	0.282
	0.494
	0.211
	0.675

	中介效应
	-0.004**
(0.001)
	0.003**
(0.001)

	Sobel检验Z值
	-2.750**
	2.593**

	Bootstrap检验Z值
	-2.210**
	1.990**

	N
	2586
	2307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的水平，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表4中不同收入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差异和表8中的异质性结果表明，造成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差异的重要原因可能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户行为异质性有关，为了有效分析造成贫穷农户与富裕农户集体行动失灵的原因，本文通过构建收入差距与农户家庭年纯收入的交互项，并将其与中介变量回归，分析收入差距影响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内在机理。由表9的（1）的结果可知，随着收入差距加剧和农户家庭年纯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间信任水平不断降低，家庭年纯收入的提高恶化了农户间的信任水平，由（2）可知人际信任可以有效提高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意愿，人际信任的降低导致集体行动失灵，假说3a得到验证。由表9的（3）可知，随着收入差距加剧，农户家庭年纯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间社会交往水平不断降低，由（4）可知社会交往水平的降低也进一步降低了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3b得到验证。因此，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贫穷农户与富裕农户之间的信任水平下降和人际交往的降低是造成集体行动失灵的主要原因，通过增强农户间的信任水平可以有效降低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负面影响，而仅增加农户间的社会交往而没有加强农户间的互信，反而会加剧农户间的隔阂进一步恶化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
[bookmark: OLE_LINK67]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以收入差距为代表的农户异质性是影响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不仅可以促进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更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通过构建异质性农户效用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收入差距对农户集体行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采用2002-2018年合成面板数据，引入年龄-时期-组群（APC）分解模型分析中国农户家庭局部收入差距2002-2018年的变化趋势，并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局部收入差距其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并采用税费改革和土地确权等政策性工具变量处理局部收入差距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局部收入差距影响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致力于完善收入差距影响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框架，弥补现有文献对收入差距影响农户经济性集体行动方面的研究不足，并为探寻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激励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
[bookmark: OLE_LINK73]第一，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均存在年龄、时期和组群效应，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之间呈现反向变化规律。从年龄效应来看，局部收入差距大致随着年龄呈现增长趋势，表明人们可以在早期通过教育培训降低收入差距，到中年阶段及以后，随着知识、经验和物质的积累，很难降低收入差距。从时期效应来看，收入差距随着时期进程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趋势，农户整体收入差距受宏观经济形式及农村重大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从组群效应来看，农户家庭收入差距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趋势，早期出生的农户由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收入差距较小；改革开放初期农户增收的渠道快速增加，导致一部分擅于经营的农户快速积累财富，加剧了收入差距；后期受教育年限延长的影响，使得其参加工作的年龄进一步延长，导致收入差距有所下降。
[bookmark: OLE_LINK27]第二，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静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局部收入差距每提高1%，会导致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降低0.906%；处理不可观测的因素带来的内生性后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每提高1%，会导致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降低0.811%。因此，稳步实现共同富裕，基层政府需要加强低收入农户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业生产及务工能力；对中高收入农户，落实财政、金融、用地、人才等扶持政策，形成创新带创业、创业带就业、就业促增收的格局，积极发挥先富带后富的示范引领效应，有效缩小局部收入差距。
第三，利用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土地确权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收入差距抑制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结果依然稳健，表明税费改革、土地确权降低了农户收入差距，进而提高了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从税费改革角度看，其政策红利是实现了城乡税制统一和税负公平，降低贫困农户税费支出，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因此国家在制定税费方针政策上，需要规范农村分配制度，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等不良现象。从土地确权角度看，其政策红利是有利于强化物权保障、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推动农村产权要素流动以释放农村生产力，因此国家在制定土地方针政策上，需要以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现实矛盾为目标导向，以调整农村人地配置关系和土地功能为基础，充分释放土地权益和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还权于农”。
第四，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存在内部异质性。家庭收入越高、资源禀赋越多的精英农户更倾向于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而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概率偏低。因此，提高农户家庭纯收入和收入等级可以有效降低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政府可以通过生产经营的税费优惠、补贴等降低农户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农户家庭纯收入，以及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及附加值，进而提高农户收入等级，从而有效降低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序引导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合理设置集体行动内部收益分配机制，降低少数优势家庭“一家独大”对集体行动的负面影响。
第五，收入差距主要通过降低农户之间的人际信任水平、减少农户之间的社会互动来降低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基层政府可通过派驻村调解员、驻村律师等人才建设及时疏导农户内部矛盾，减少农户冲突。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村内交流室、兴办村内联谊会、制定团结友爱的村规明约等举措加强社会互动和沟通，进而减轻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农户参与经济性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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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Income Gap and Collective Action under the Common Prosperity Goal: Dynamic Analysis Based on Age-Period-Cohort Decomposition
YANG Dan1  LIU Hai1  ZHANG Yuan2
(1.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China；2.Fudan University，Shanghai，China)
Abstract: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will not only hinde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behavior of micro individuals.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income gap on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n constructs a composite panel data based on China's rural micro-samples from 2002 to 2018. It uses the age-period-cohort (APC) decomposi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change rules of farmers’ local income gap and 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and identifies the causal effect between the two throug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further us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There are age, 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in the local income gap of farmers and 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re is a reverse change rule between the two. The income gap increases with age, and show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cess of time and birth cohort; (2) The expansion of local income gap of farmers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stable after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deal with endogenous; (3) The elite farmers with higher household income and more resource endowment are more inclined to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4) The local income gap of farmers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by reducing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5) Relevant policies to reduce farmers’ burden and clarify property rights such as rural tax and fee reform and rural land ownership are effective ways to reduce income gap and improve collective action.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supplements the literature that the income gap is not conduciv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micro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Gap; Collective Action; APC Decomposition

附录1：集体行动定义相关研究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集体行动的相关研究后，现有研究大都认为集体行动包含“共同目标”、“成员利益”、“自愿”等关键词，大都包含成员利益共建共享等含义，相关研究的对比如表A1所示。因此，本文基于Molinas（1998）、Olson（1965）等人对集体行动的一般化定义，细化了农业经济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含义：一般意义上，集体行动是指由特定团体采取的，追求成员共同利益的行动（Molinas，1998），或者某个团体为了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自愿行动（Olson，1965）。
表A1  集体行动定义
	作者
	日期
	定义

	Olson
	1965
	集体行动是指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个体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协商等方式形成一致行动的过程

	Ostrom
	1990
	集体行动指建立在一定社会资本积累基础上，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为集体利益而自发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

	Sandler
	1992
	集体行动是两个或以上的个人为了实现某种结果而进行的努力

	Marshall
	1998
	由特定团体采取的，追求成员共同利益的行动

	Meinzen-Dick
	2004
	某个团体为了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自愿行动

	蔡荣
	2014
	群体成员为了共同目标的实现而自愿付出时间和精力的行为

	王亚华
	2020
	村庄中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村民就共同面对的公共事务中的行动问题进行协商，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实现公共物品供给，从而增进共同利益的活动


注：作者根据已有研究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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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集体行动测度的相关研究
本文尝试从集体行动测度上，梳理现有文献关于集体行动的相关代理变量，具体如表A2所示。
表A2  集体行动测度
	作者及日期
	指标

	Dayton（2000）
	灌渠侧坡维护质量、灌渠引水陂修复和灌渠渗透控制水平

	Kajisa（2007）、朱玉春（2019）
	是否积极采取维护灌溉设施的行动

	Ito（2012）
	成员为维护灌溉设施所付出劳动的平均频次

	Bardhan（2000）
	灌渠维护质量、水资源分配
有无冲突和水资源分配规则是否遵从等指标

	Moustier et al.（2010）
	是否参加农民协会

	蔡荣（2014）
	户均投工投劳情况（工日）

	龙贺兴（2017）
	社区是否成立社区林业股份合作组织

	章元（2022）
	是否参加专业协会或者专业合作社


注：作者根据已有研究整理所得。

附录3：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APC分解的稳健性检验

（a）收入差距的年龄效应：限定age    （b）集体行动的年龄效应：限定age
图A1  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年龄效应

（a）收入差距的时期效应：限定age    （b）集体行动的时期效应：限定age
图A2  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时期效应

（a）收入差距的组群效应：限定age    （b）集体行动的组群效应：限定age
图A3  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的组群效应
户主年龄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0.055	-0.066	-0.077	-0.068	-0.063	-0.043	-0.054	-0.021	-0.015	-0.007	0.006	0.013	0.023	0.04	0.043	0.055	


户主年龄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0.008	0	0.008	0.017	0.014	0.034	0.03	0.014	0.012	0.002	-0.008	0	-0.01	-0.003	-0.046	-0.07	


农户家庭村内收入差距的年份效应	2002	2010	2012	2013	2014	2016	2018	0.03	0.158	0.194	0.145	0.094	0.069	0.05	


农户家庭村内收入差距的年份效应	2002	2010	2012	2013	2014	2016	2018	0.058	-0.913	-0.845	-0.875	-0.904	-0.84	-0.8	


农户家庭村内收入差距的组群效应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0.057	-0.037	-0.037	-0.044	-0.023	-0.017	-0.006	0.006	0.024	0.017	0.027	0.002	


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组群效应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0.009	0.024	0.014	0.003	-0.004	0.008	-0.003	-0.008	-0.012	-0.021	-0.013	0.014	


农户家庭村内收入差距的年龄效应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0.01	-0.012	-0.027	-0.021	-0.035	-0.022	-0.024	-0.022	-0.014	-0.011	-0.004	0.011	0.012	0.033	


农户家庭村内收入差距的年龄效应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0.046	-0.025	-0.011	0.019	0.036	0.016	0.021	0.017	0.011	0.04	0.016	0.027	-0.014	-0.041	


农户家庭村内收入差距的年份效应	2002	2010	2012	2013	2014	2016	2018	0.014	0.157	0.195	0.146	0.096	0.079	0.058	


农户家庭村内收入差距的年份效应	2002	2010	2012	2013	2014	2016	2018	0.071	-0.911	-0.845	-0.876	-0.906	-0.844	-0.845	


农户家庭村内收入差距的组群效应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0.038	0.038	0.029	0.047	0.049	0.056	0.062	0.054	0.063	0.043	0.039	0	-0.03	


农户家庭村内收入差距的组群效应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0.029	-0.077	-0.045	-0.05	-0.034	-0.04	-0.039	-0.037	-0.039	-0.021	0.026	0.027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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